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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

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

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

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

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

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

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

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

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

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

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

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

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国际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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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推动全球经济转型，人力资本对促进技
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突出[1, 2]。全球已经进入了所谓的“人才战争”时代[3]，实
施人才移民政策的国家由2005年22%增加到2013年40%[4]，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已成为
一个颇受重视的全球性议题。中国正处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提升人力
资本水平事关中国抢占全球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全局。粤
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打造全球人才高地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人才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
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2019 年 2 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建设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明确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近年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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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佛山和东莞等大湾区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均出台了重磅的人才引进政策。粤
港澳大湾区也是中国建设全球创新人才高地的制度改革先行示范区，粤港澳三地收入分
配、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制度政策的差异性造就了大湾区人才集疏模式的独特
性。新的形势下，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疏的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对于优化大
湾区人才政策和完善人口地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在定义人才内涵上的异同点和合理性一直是人口地理和
区域经济等学科的研究焦点[5]。借助计量模型分析学历型和职业技能型人力资本分布的影
响因素，及其对区域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增长的外部性是区分两类界定视角差异性的常用
方法[6-10]，这种方法容易受到计量模型、变量选取及研究区域差异的影响。而两类人才地
理分布的异质性本质上就是辨识两类界定视角差异的重要方法，但其关注相对不足。新
古典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个人理性计算经济成本收益的结果[11]，人才流动是由区域收入
和就业机会差异主导的一种经济现象[12]。人才倾向定居在收入水平高和就业机会充足的
区域[13-16]。然而，诸多学者在人才集疏机制研究中习惯于将就业机会需求旺盛理解为低失
业率[15-19]，忽视了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对人才分布的影响，
而失业率仅在影响一般学历与技能劳动力的区位选择上更具代表性。20世纪 70年代中
期，Philip Graves开辟了舒适性影响发达国家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20]。如今教
育设施[15,21-23]、医疗设施[16,17,24,25]和文化娱乐设施[15,26,27]等人造公共服务设施的舒适性对发达
国家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得到广泛确认。然而，由于经济拉力的主导作用，一些学者发现
舒适性并未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才的区位选择[15,16]，舒适性对发展中国家人才集聚的作用还
有待进一步证实。研究方法上，人才集聚机制的研究多为基于截面数据的计量模型[17,24,25]，
能够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和考虑个体动态行为信息的面板模型应用较少。研究区域上，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得京津冀城市群的人才空间集疏受到广泛关注[24,25]，粤港澳大湾区作
为瞄准全球科技及知识经济前沿的世界级城市群，其人才分布特征、演化趋势及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为缺乏。

据此，基于 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广东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
澳门就业统计数据，本文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县市尺度
的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采用面板模型解释了经济因素和公共服务舒适性因素对两类人
才分布的影响，比较了两类人才界定视角的异同点和合理性，并提出了优化粤港澳大湾
区人才政策的对策措施。

2 人才界定及研究方法

2.1 人才界定
人才定义主要包括两类视角：第一，受教育程度，认为具有高学历的人具有较高的

人力资本，视为人才[28-31]。其中，常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或劳动力来测度[19,32,33]，高学
历人口涵盖了毕业后流动性很强的在校研究生，其只能称为区域潜在的人才存量，在测
度人力资本时会产生虚高的问题，而高学历劳动力属于区域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上更为准确。第二，创意阶层，认为受教育程度是一种广泛、单一的知识和技能衡
量标准，忽略了一些没有高学历但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比如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
家、音乐家和艺术家[5]。2002年Florida提出了基于就业技能差异划分的职业类型视角，
指从事科学、工程、艺术、文化、娱乐、管理和金融等知识技能密集型职业的劳动力
[34]。职业视角的最大问题是不同国家职业划分标准的不一致性，导致创意阶层范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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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一个统一标准。
中国内地的职业划分标准主要参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与Florida提出的以

美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SOC）为参照的创意阶层界定方案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划分方
案均主要依据不同职业的技能水平差异。刘晔等[17]参考中国职业划分标准，将人口普查
和抽样调查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统
称为高技能人才。2015年中国对1999年职业分类大典进行了调整，第一大类名称修改为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
术人员”名称维持不变，总体上，第一和第二大类职业划分标准和内容与1999年相比变
化较小。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职业分类参照1999年标准，而2015年
人口抽样调查职业分类则参照2015年标准。“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主要为管理型人才，代表了政府、事业单位及企业管理、决策
和顶层设计的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由科学研究、工程技术、飞机和船舶技术、农
业技术、卫生专业技术、经济和金融、教学、文学艺术、体育专业和新闻出版等11类技
术人员组成，属于各行业的技术型人才，代表了面向市场的实际操作的技能。香港和澳
门的高技能人才包括经理及行政级人员、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主要参照国际标准
职业分类2008年版（ISCO-08），三类职业技能水平均属次高级和最高级之列，与内地的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范围基本一致。

在过去 40 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
程中，中国十分重视通过教育提升国
民素质与人力资本，但许多受教育程
度一般的人在国民社会经济发展仍然
发挥着重要的智慧贡献。据此，本研
究分别从高学历和高技能两个口径开
展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研究。如图1
所示，高学历口径聚焦高学历劳动
力，是指具有大学专科、本科、研究
生学历的就业人口；高技能口径聚焦
高技能劳动力，包括“党的机关、国
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两类就业人口。
2.2 人才集聚水平的测度

本研究参考人口迁移强度理念测度人才集聚水平，人口迁移强度是指迁移人口占区
域暴露人口（population at risk）的比例，对于高学历或高技能劳动力来说，其区域暴露
人口对应劳动力总体。因此，本研究采用高学历劳动力或高技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体的
比例衡量区域人才集聚水平，该指标也代表了区域人力资本水平[6-8,31]。具体测度如下：

HCi = HTi Li （1）

式中： HCi 是县市 i的高学历或高技能人才占比； HTi 为县市 i高学历或高技能人才规

模； Li 为县市 i劳动力规模。

同时，引入变异系数用来反映人才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17]，测算方法如下：

CVTi = 1 x̄ ∑
i = 1

n

( )xi - x̄ ( )n - 1 （2）

式中： CVTi 为变异系数； x̄ 为县市的人才占比的平均值； xi 为县市 i的高学历或高技能

图1 中国人才界定的标准
Fig. 1 Definitions of tal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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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占比。变异系数越大，人才空间分布越趋于集中，相反，人才空间分布则趋向于分散。
2.3 人才集聚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依据新古典迁移模型和舒适性理论，重点分析经济因素和公共
服务舒适性因素对粤港澳大湾区县市尺度人才占比（HUL）的影响。① 经济因素，主要
包括收入和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用职工工资 （WAG） 来代表。就业机会选用制造业
（MAU）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TER），重点分析产业转型升级，即制造业就业人口占
比的下降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的升高对人才集聚的动态性影响。② 公共服务舒适性因
素，主要包括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设施舒适性。教育服务舒适性又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
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关系到人才子女的成长发展。同时，高等教育也代表了区域
的人才培养能力，高等教育基础越好的城市，人才集聚的内生动力越强，此外，与小学
教育相比，中学教育质量好坏更是直接决定了子女的高考成绩。因而选用中学生师比
（MST）和每千人高学历在校生（EDU）来分别衡量城市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医
疗服务舒适性选用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MED）来表征。自然环境舒适性也会影响人
才定居决策，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气候舒适且空气环境优良，另一方面局地尺度的大湾
区县市间自然环境差异性小，且不具有动态变化性，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机
制的理论模型中暂不考虑自然环境舒适性的影响。由于面板模型可以解决人才分布的遗
漏变量问题，及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动态行为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本文选用面板
模型来揭示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面板理论模型如下：

ln( )HULit = a1 ln( )WAGit + a2 ln( )MAUit + a3 ln( )TERit +

a4 ln( )MSTit + a5 ln( )EDUit + a6 ln( )MEDit + μi + ε
（3）

式中：固定效应中 μi 为与解释变量有关的各地区人才分布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效

应；随机效应中 μi 为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各地区人才分布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效

应； ε为残差项；t为年份；i为县市； ai 为自变量系数。

2.4 数据核算与数据来源
第一步，根据抽样比核算劳动力规模和两类人才规模。粤港澳大湾区中内地珠三角

城市群各县市的劳动力和人才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年和2015年广东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资料，以及2010年广东人口普查10%长表户抽样数据资料，并按照各年份广东省全省
统一的抽样比换算。本研究还需要开展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城市群的对比研究，京津冀
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劳动力和人才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
苏、浙江和安徽的2005年、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并按
照各年份各省或各地级单元统一的抽样比换算。其中，安徽省未发布 2015年 1%人口抽
样调查资料，安徽省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授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发布
的1‰人口抽样调查个体样本资料汇总推算获得。香港人才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
和2016年香港统计年刊，由于缺少香港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数据，利用香港高等教育
学历人口剔除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院校学生数量，来间接核算香港高学历劳动力。
澳门人才数据来源于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澳门统计年鉴。

第二步，多源获取面板模型中解释变量数据。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市辖区
收入、教育及医疗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和2016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县及县级
市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肇庆、江门、惠州等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地
级市市辖区、县和县级市就业数据来源于广东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香港和澳门
收入方面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2011年和2016年国际统计年鉴，就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教育和医疗数据分别来源于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香港统计年刊和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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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0年和2015年澳门统计年鉴。
第三步，构建 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三期时空数据库。本研究中，粤港澳大湾

区空间范围参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内地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即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
门和肇庆。考虑到解析城市市辖区与周边县市的人才集聚水平差异，本研究将研究尺度
精确到县市尺度，其中，设区的市范围由全部市辖区行政区划范围构成，而不设区的市
或县由自身行政区划范围构成。以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行政区划基础地理信息为基准，
对2005年和2010年发生变更的粤港澳大湾区各县市的人才、经济和社会数据进行对应调
整，保证不同年份同一研究单元数据的可比性，最终构建了24个县市单元，包含7个设
区的市、15个不设区的市或县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通过高学历人才、高技能人才、各
解释变量与空间数据匹配，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3期人才时空数据库。此外，本研究中，
珠三角城市群是指不包含香港、澳门的内地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
范围参照最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中的中心区范围。

3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水平的总体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具有人才集聚的绝对优势，但内地珠三
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相对较低。如表1所示，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粤港澳大
湾区高学历人才规模分别为402.26万人、649.59万人和858.78万人，高技能人才规模分
别为413.04万人、558.99万人和588.47万人，两类人才规模均呈上升趋势。从人才占比
看，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占比分别为 12.47%、16.35%
和 22.13%，高技能人才占比分别为 12.81%、14.07%和 15.17%，均呈现上升趋势。无论
从规模还是占比，粤港澳的人才集聚能力不断提升。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集聚优
势比较突出，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无论是高学历人才占比还是高技能人才占比，
粤港澳大湾区均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然而，如果不考虑香港和澳门，内地的珠
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整体上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2010年和2015年珠三角高学历
人才占比均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2005年和2015年珠三角高技能人才占比位列沿海三大
城市群末位。珠三角的人才集聚优势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对应，如表2所示，2015年，粤

表1 三大城市群人才分布
Tab. 1 Talents distribution of top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

其中：珠三角

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

高学历人才占比与规模

2005年

12.47

（402.26）

9.59

（274.96）

10.21

（527.04）

9.30

（720.74）

2010年

16.35

（649.59）

13.56

（487.01）

14.83

（853.95）

14.81

（1332.83）

2015年

22.13

（858.78）

19.28

（667.59）

21.28

（1193.72）

20.03

（1769.11）

高技能人才占比与规模

2005年

12.81

（413.04）

10.20

（292.58）

12.58

（649.03）

10.26

（794.98）

2010年

14.07

（558.99）

11.96

（429.63）

11.41

（657.03）

12.70

（1143.50）

2015年

15.17

（588.47）

12.52

（433.35）

14.08

（789.77）

14.00

（1236.60）

注：括号内为人才规模（万人）；括号外为人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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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到12.66万元，不考虑香港和澳门，珠三角人均GDP也达到10.60

万元，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集聚优势主要体现在香

港和澳门，而内地的珠三角城市群，存在着人力资本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

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水平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珠三角城市群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作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211高校聚集有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中的

人才占比[35]。如表2所示，内地的珠三角城市群仅有4座211高校，即使是粤港澳大湾区

211高等院校数量也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第二，港澳向珠三角人才流动的制度渠道不

畅。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4,25]，因而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可依靠其中心城

市的人力资本优势和发达高等教育条件来实现内部其他城市或区域的人才流入补偿。港

澳虽人才集聚优势突出且拥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全球顶尖学府，但

粤港澳三地在个人所得税、口岸通关、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管理制度上的差

异[36]，削弱了港澳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来珠三角就业生活的流动性，管理制度的衔接不

畅大大降低了港澳人才向珠三角的流入补充规模。第三，珠三角第三产业就业集聚水平

相对偏低。第三产业是高学历人口和专业技术人员集聚的核心动力[24,25]，如表1和表2所

示，城市群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的位序与人力资本位序大致相近，2015年，粤港澳大

湾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为46.55%，为三大城市群最高，其中，内地的珠三角城市群

地区为42.06%，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香港和澳门属于典型的商业服务型经济，珠三角

城市群则属于制造业外向型经济，凭借与香港的“前店后厂”和“三来一补”的生产模

式，珠三角城市群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劳动力就业仍属于工

业驱动型，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比第三产业高6.85%，远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

4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

4.1 人才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
人才空间分布大致形成了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大优势区的结构，深圳的人力资本优

势并不突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保险及法律、会计等生产

性服务业的高度集聚，以及完善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业，积累了人力资本的绝对优势，

如图2所示，三个时期香港两类人才占比基本上均超过了35%。澳门的人才集聚水平仅

次于香港，但与香港差距较大，两类人才占比低于香港14%以上，澳门的人才集聚主要

得益于发达的服务业，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为84.14%，仅低于香港。广州的人才

占比略低于澳门，人才集聚模式属于高等教育驱动型，尽管在顶尖大学排名上逊于香

港，但广州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优于香港，2015年广州每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是香

表2 三大城市群就业、经济及教育状况
Tab. 2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economy and education of top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

其中：珠三角

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

2015人均GDP（万元）

12.66

10.60

7.05

10.26

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46.55

42.06

45.51

42.30

211高校数量

11

4

31

22

注：2018年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均位于QS世界大学排名前600，故将这7所高校等同于211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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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2.6倍，且广州集中了珠三角城市群唯一的4所211高校。然而，高等教育供给侧的
优势不能取代服务业集聚人才的主导地位，这也是广州人才集聚水平低于香港和澳门的
重要原因。深圳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水平明显低于其他三大中心城
市，2015年高学历及高技能人才占比分别相当于广州的四分之三左右，三个时期高学历
人才占比甚至低于珠海。深圳产业高度依赖电子信息通讯制造业，2015年深圳第三产业
就业人口比例比广州低11.81%，人力资本积累优势不足可能会成为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的突出短板。

图2 2005—2015年粤港澳城市群高学历及高技能人才占比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hare of talent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5 to 2015

注：此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4342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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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城市佛山、东莞人
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2005
年、2010年和2015年佛山和东
莞高学历人才占比总体上低于
珠海和肇庆，2005和2015年佛
山高技能人才占比分别低于珠
海和肇庆，而东莞的两类人才
占比仅维持在粤港澳大湾区中
等水平。这主要由于佛山和东
莞就业结构过于倚重制造业，
如图 3 所示，2015 年二者制造
业就业人口比例比服务业分别
高16.75%和39.61%。海滨花园城市珠海宜居的自然环境是吸引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的重
要动力，经济体量虽小，但服务业高度集聚对珠海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肇庆
市辖区远离珠江口，人才集聚属服务业驱动型，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位居粤港澳
大湾区前列，分别是佛山和东莞的1.75和2.33倍。

大湾区外围县和县级市为人才集聚的相对洼地。这些县或县级市分属肇庆、江门和
惠州，承接了核心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服务业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人力资
本积累长期被边缘化。同时，受经济更发达的珠江口东岸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的辐射效
应，大湾区东侧惠州的县和县级市两类人才占比整体高于西侧的江门和肇庆。
4.2 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异同点

高学历人才占比和高技能人才占比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较为相似。如图 4所示，2005
和 2010年，两类人才占比线性拟合的相关系数高达 0.95，2015年，相关系数小幅降至
0.85，可能与2015年职业划分标准的小幅调整有关，两类人才集聚水平的空间分布趋同
性高。国内外诸多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7,8,31]，进而开始质疑 Florida 的职业划分方
法，认为高学历人才与高技能人才在范围上可能存在较大的重叠[5]。然而二者统计上的高
正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两类人才属于同一类劳动力群体，两类人才在范围上存在较大差
异。如图 5所示，2015年，中国仅有 41.15%的高学历劳动力属于党的机关、国家机关、
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即从事着知识技能密集型职
业，而57.82%的高技能劳动力具有高学历，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一般具有高学历，但高
学历劳动力更倾向从事一般技能的职业。实际上，许多经济社会要素地理分布的趋同性
主要说明了影响机理的相似性。

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澳门，
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如表 3

图4 高学历人才占比与高技能人才占比相关性
Fig. 4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hares of highly-educated and highly-skilled talents

图3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县市单元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
Fig. 3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share of different coun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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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2005—2015年，高学历人才占比的变异系

数均高于高技能人才，主要原因是一些类型的高

技能人才，如政府、党群组织和事业单位负责

人、教育和卫生技术人员是任何城市发展所需的

遍在性人才，2010年中国这五类人才占高技能劳

动力的比例为38.95%，而这些高技能人才不一定

具有高学历。但从演化格局来看，受高校扩张和

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影响，高学历人才占比的空

间分布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分布则先分散

后集中，如表 3所示，高学历人才占比的变异系

数持续下降，而高技能人才占比的变异系数先减

后增。同时，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相对极化。如

图 2所示，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县市

的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占比大致呈持续上升的趋

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等珠江口两岸的核心城市

与香港、澳门的人才集聚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高学历人才。但是，整体上与香

港、澳门在高技能人才集聚水平上的差距高于高学历人才，如图6a和图6b所示，2015年

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地级市市辖区间高技能人才占比的比值整体上均高于高学历人才占

比，尤以香港突出。一方面，1999年中国启动的高校扩招政策不断增强珠三角城市高学

历人才的供给能力，高学历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提升，逐渐缩小珠三角城市与香港、澳门

在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上的差距。另一方面，香港和澳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远高于珠三

角，企业高管大规模集聚，发达的商业服务业及公共服务业集聚了众多的金融、法律、

会计、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的集聚优势是港澳数十年全球化

和市场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因而港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集聚的虹吸效应间接导致

珠三角高技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比较缓慢。

高校扩招政策导致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显著高于高技能人才。如图7所示，计算高

学历人才与高技能人才占比的比值，

2005年，绝大多数县市的高学历人才

占比与高技能人才占比的比值小于

1，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整体低于高

技能人才。2010年高学历人才集聚水

平超过高技能人才的县市开始增多，

表3 高学历及高技能人才占比的变异系数
Tab. 3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of the share of

highly-educated and highly-skilled workers

高学历人才

高技能人才

2005年

1.00

0.77

2010年

0.88

0.67

2015年

0.83

0.70

图6 2015年珠三角地级市与香港、澳门人才集聚水平的差距
Fig. 6 Talents share comparisons among Hong Kong, Macao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2015

注：地级市代表地级市辖区范围。

图5 2015年高学历劳动力和高

技能劳动力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s among highly-educated,

less-educated, highly-skilled and lowed-skilled

workers in 2015

注：一般技能职业的劳动力为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

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

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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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的县市高学历人才占比
高于高技能人才。2015年高学
历人才集聚开始占据主导，
58.33%的县市高学历人才占比
高于高技能人才。10年间，多
数县市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占
比的比值大致逐渐增加，与高
技能人才相比，高学历人才集
聚由相对劣势逐步转化为相对
优势，并且优势开始增加。究
其原因，高校扩招政策导致高
学历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快速提
高，而企业管理、科学研究、
金融、工程技术等知识技能密
集型职业机会供给主要受市场产业结构自身演化影响，变化相对稳定。

5 人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5.1 模型校验
解释变量说明及统计详见表4，所有解释变量间的VIF不超过3.46，故不存在自变量

间的共线性问题。如表5所示，两类人才的面板模型的Hausman检验中p值均不显著，表
明两类人才的面板模型均宜选择随机效应，而非固定效应，且随机效应的拟合优度R2均
高于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的R2均超过了0.85，两类人才集聚机制的面板模型解释效果比
较理想。

5.2 计量模型结果
服务业集聚有利于提升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占比，制造业集聚并不影响人才集聚。

如表5所示，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且服务
业集聚对提升高技能人才占比的弹性系数高于对高学历人才。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每增
加1%，高学历人才占比增加0.75%，高技能人才占比增加0.84%。这主要由于服务业对
高技能人才的集聚能力强于高学历人才，2005年全国25.32%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属于高技

图7 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水平的差距
Fig. 7 The gap between the level of concentration of highly-educated and

highly-skilled talents

表4 解释变量说明及统计
Tab. 4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s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符号

MAU

TER

WAG

MED

EDU

MST

变量说明

制造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例（%）

服务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例（%）

职工平均工资（元）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每千人高学历在校生（人/千人）

中学在校生与教师的比值

Obs

24

24

24

24

24

24

2005年

Mean

28.13

30.87

24643.20

23.06

8.90

18.47

Std

20.90

18.90

25964.90

11.43

15.78

1.81

2010年

Mean

31.56

33.22

37212.60

25.34

13.62

16.12

Std

21.05

20.14

20993.30

11.23

25.35

1.63

2015年

Mean

30.02

40.15

62719.10

38.36

18.16

12.97

Std

17.63

19.05

27184.00

19.36

32.30

1.4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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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劳动力，而24.64%的服务业劳动力属于高学历劳动力①。此外，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中制造业就业结构与两类人才占比均不显著。2005年中国制造业就业市场中吸纳的高学
历及高技能人才份额分别仅为服务业的35.6%和29.7%，因而制造业集聚并不利于促进人
才集聚。总体上，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人才占比。

薪资待遇有利于提升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但并不影响高技能人才集聚。如表5所
示，职工工资每增加 1%，高学历人才占比增加 0.305%。薪资待遇在不同收入群体区位
选择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其定居决策可能越重视高薪资待遇，低
收入群体可能优先考虑就业机会。2005年高学历劳动力平均月收入比高技能劳动力高

28.94%①，因而，收入水平与高技能人才占比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类似，Qian[8]发现薪
资与中国高学历人口占比间显著正相关，却不影响创意阶层占比。高学历人才更关注薪
资待遇，而高技能人才区位选择中不关注收入水平，这可能是高学历人才占比的变异系
数高于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原因。

高等教育发展对提升高学历人才占比的作用强于对高技能人才。高等教育与两类人
才占比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每千人高学历在校生增加 1%，高学历人才占比增加
0.236%，而高技能人才占比仅为0.097%。一些高技能人才具有高学历，高校也是培养高
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因而，高等教育发展有利于提升高技能人才占比。

健全的中学教育资源及医疗条件并未提升人才集聚水平。中学生师比与两类人才占
比间均不显著，而随机效应中高技能人才占比与医疗资源显著负相关。这与当前粤港澳

① 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库。

表5 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drivers of talent concentration

MAU

TER

WAG

MST

MED

EDU

_cons

N

R2

Hausman′s p

Model

高学历人才占比

-0.187

(-1.602)

0.961
***

(3.742)

0.533
***

(3.951)

0.385

(1.108)

-0.478
**

(-2.589)

0.357
***

(2.833)

-6.189
***

(-2.848)

72

0.738

0.128

FE

0.019

(0.293)

0.750
***

(4.562)

0.305
***

(2.834)

-0.089

(-0.313)

-0.205

(-1.427)

0.236
***

(4.298)

-3.155*

(-1.868)

72

0.852

RE

高技能人才占比

0.052

(0.643)

0.850
***

(4.801)

0.110

(1.177)

0.067

(0.279)

-0.389
***

(-3.056)

0.084

(0.971)

-1.104

(-0.737)

72

0.557

0.118

FE

0.026

(0.664)

0.840
***

(8.039)

0.105

(1.492)

0.147

(0.772)

-0.285
***

(-3.034)

0.097
***

(2.811)

-1.520

(-1.360)

72

0.856

RE

注：（1） *、** 和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系数的 t值；（2）FE为固定效

应，RE为随机效应。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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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城市发展阶段有关，除了香港和澳门，大湾区大部分县市仍处于发展中社会向发
达社会转型的阶段，人才区位选择中优先考虑经济因素而非中学教育、医疗资源等公共
服务舒适性因素[15]，类似，一些研究表明健全的中学教育设施或高端医疗设施并未有效
促进中国的人才流动和集聚[15,16,24]。

6 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与讨论
基于 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广东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的

就业统计数据，本文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县市尺度的人
才集聚的演化特征，采用面板模型解释了经济因素和公共服务舒适性因素对两类人才分
布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集聚优势主要体现在香港和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
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占比均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
市群。然而，其中的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水平整体上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一
流高等院校建设滞后、港澳向珠三角人才流动的制度渠道不畅和服务业发展动能不足是
珠三角人才集聚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

（2）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集聚的空间分布较为相似，均形成了以香
港为绝对高地，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为次高地，及外围县和县级市为洼地的人才集
聚的空间分布结构。其中，制造业城市佛山和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较低。同时，高学
历人才空间分布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
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

（3）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集聚和高等教育发展均有利于促进人才集聚，服务业
就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对高学历人才，制造业就业的带动作用并不显
著。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要弱于对高学历人才。薪资待遇有利于提升
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但并未有效促进高技能人才集聚。

人才界定的职业技能视角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是与受教育程度范围的重合[5]，即高技
能劳动力与高学历劳动力属于一类人才群体。然而，本文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有42%左
右的高技能劳动力并未获得高等教育学历，59%左右的高学历劳动力并未从事知识技能
密集型职业，因而人才的两种界定视角并不存在范围上的过度重合问题。尽管不属于同
一类人才群体，但两类人才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理比较相似。然而，由于高校
扩招政策的实施，高学历人才集聚水平整体高于高技能人才，且二者间的差距开始扩
大。知识技能密集型就业机会是相对稳定的，高校毕业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很可能导致就
业市场中高学历劳动力的供需失衡，这可能是高学历劳动力目前主要从事一般技能职业
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的本质是人才在就业中体现出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当前无论粤
港澳大湾区，还是全国，都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转型阶段，着眼于发
展知识经济，职业类型对中国人才的界定可能比受教育程度更为合理。未来，针对粤港
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研究，亟需由国内人才向国际人才延伸，从人才空间分布向人才动态
流动延伸，结合实地调研与质性研究，从人才个体动机角度，厘清新形势下粤港澳大湾
区人才集聚与流动的微观机理。
6.2 政策建议

人才是创新的重要要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必须重视人才集聚水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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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一是要重点强化内地珠三角城市群吸引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的顶层设计，补齐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空间结构上的短板。二是要加快建立粤港澳三地在收入分配、口
岸通关和公共服务等管理制度上的衔接标准，保障粤港澳三地人才流动机制的通畅。三
是加大内地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力度，大力发展服务型经济，重点提升深圳、佛
山和东莞等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借助服务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弹性
优势，将高学历人力资本优势逐步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优势。四是推进内地珠三角城
市群优质高校与科研机构培育，依托“双一流”高校建设契机，面向技术创新关键领域
加强一流高校和学科培育，全面提升内地珠三角的高等教育质量。

致谢：真诚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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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alents concentr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HM).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0, the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05 and 2015,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 on the county scale,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attern
and motivations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G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GHM is one of
the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and there is the absolute advantage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while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2) From 2005 to 201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the GHM tends to be balanced, and there is also the advantag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skilled talen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increasing human capital
defined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mainland, which is caused by the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in China, has not been fully and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to the advantage of
human capital defined by occupation. (3) The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Hong Kong
plays an absolute leading role, followed by Macao, Guangzhou, Zhuhai and Shenzhen, while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on the periphery of GHM have a low level of talents concentration. In
particular, although Foshan and Dongguan have some develop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ir talents concentr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4) The panel model shows that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a greater promoting impact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than
that of highly- educated labor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es not influence the talents
concentration.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les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than that of highly- educated labors. High salary helps promote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educated workers, while it does not boost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labors. In the new era,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cohesion of management system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ultimately, building GHM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enter.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alents concentration; educa-
tional attainment; occupation; evolution pattern; 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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